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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

http://www.infzm.com/content/57903

我们上课的教室，主要在第二教室楼、哲学楼和第一教室楼。也有一些课程被安排在别的地方。

比起现在依然屹立在北大校园的哲学楼和第一教室楼来，当时的第二教室楼，可以说完全是一座简易建筑，由两

层四个还是六个阶梯大教室组成。位置大约在现在光华管理学院往东一点的一个地方。我们许多大班一起上的课

程，都被安排在那里。因为建筑比较“简易”，现在早已经荡然无存，也就一点儿也不奇怪了。

作者：王则柯 出版：中信出版社 （王则柯/图）

入学第一门大课，是闵嗣鹤教授主讲的《数学分析》，阶梯教室里面坐着数学力学系数学三个班、计算数学一个

班和力学两个班的新生。记忆中最深刻的画面，是矮墩墩的闵嗣鹤教授，穿着蓝色中山装，以乒乓球弹起来的高

度越来越低，给我们讲解《数学分析》中的“极限”的道理。“极限”概念，堪称数学分析的“过关概念”，极

限概念学得好不好，是整门课程学得好不好的第一个重要检验尺度。他还念诵了“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

竭”，说明我们的老祖宗很早以前就朴素地接近了无穷小的思想，鼓励理解得不那么快的同学。老教授的肩膀和

头发上面，都满是粉笔灰。

那么大的教室，那么多人一起听课，却并不使用麦克风。这在现在已经很难想象。教授们都是一笔一笔用粉笔写

板书，非常认真。

虽然这门课开在全国支援北京庆祝国庆十周年的时候，可是因为经济开始困难各种产品的质量都明显下降，那时

候北大自印讲义所用的纸张，已经变成既灰又脆，有些还呈棕色，让你看得出纸张里面没有化解的植物纤维。出

版物和练习本的纸张变得很差，是“困难时期”的另外一个情况。那时候偶尔小文具店有纸张比较好的笔记本和

练习本出售，许多同学都会赶去买上几本。

《解析几何》大课，也在第二教室楼的一个阶梯教室上，任课老师几经变动。这门课我记得的任课老师，有程庆

民老师和姜伯驹老师，别的同学回忆还有另外一位老师。程庆民老师是带着“右派分子”的帽子来任课的，他在

讲坐标变换的时候，提到布鲁诺因为坚持在天文学研究中把坐标原点从地球移到太阳，被宗教裁判所烧死。忽然

有一天，他的课快要结束了，来了一位下层领导，带领大家批判程庆民老师在课堂上“放毒”，给我们上了专业

学习方面第一堂面对面的“阶级斗争”课。所谓“放毒”，就是在课堂上讲布鲁诺因为坚持把坐标原点从地球移

到太阳，被宗教裁判所烧死的事情。对于这次突如其来的批判，大部分同学都感到无所适从，但是也有很少几个

同学，表现得非常激进，甚至上去对老师动手。

后来延续三个学期的《普通物理学》课，也在那里上。《普通物理学》的老师也讲得很好，以至于差不多半个世

纪以后，我还记得可以拿“电子自旋”开玩笑地考考现在物理学系和电子学系的学生。这样的大课，一般两个小

节一起上，当中休息十分钟。这位老师却不拘一格，建议第一节课延长十分钟，第二节课缩短十分钟，避开课间

十分钟休息的高峰。原来，满满几个阶梯教室的学生在课间的十分钟时间一起上厕所，是一种过分壮观的场面。

时值困难时期，因为长期吃不饱饭，营养更是完全谈不上，所以许多同学都有尿频的毛病。老师在提出这一变动

的时候，还把自己摆进去，说他也“身受其苦”。不用说，这一建议在友好的笑声中受到大家欢迎，获得“鼓掌

通过”。

在第二教室楼阶梯教室上的，还有一二年级三个学期的《理论力学》课和三四年级两个学期的《数学物理方程》

课。《数学物理方程》课上课的是吴兰成老师，中年模样，亲切和蔼，讲话慢条斯理，很受学生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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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紧的数学课，都有习题课紧随，理论力学课也是这样。我们的许多习题课，都在哲学楼的教室上。习题课老师

都比较年轻。给计算数学班上数学分析习题课的张恭庆老师和给我们数学二班上数学分析习题课的周巢尘老师，

后来都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给我们上数学物理方程习题课的应隆安老师，后来曾经出任北大数学系主任。哲学楼

并不是哲学系一个系独用的教室楼，哲学楼的教室由教务处在全校统筹排课使用。哲学楼的主体，是高大的老三

层，里面是一个一个颇大的教室，西边通过天桥伸延出去的，则是上下两层两个阶梯大教室，我们的《微分几

何》课程，就是在那里上的。

天桥旁边，是一棵枫树，夏天非常茂盛，遮天蔽日，浓荫斑驳。秋天枫树的种子成熟了，从树叶旁边掉落下来，

因为带着腰豆形的尾翼，会旋转出撩人遐思的轨迹。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联想，与正在上微分几何课未必没有关

系。教微分几何的田畴老师，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因为在最后一堂课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传说他上完课

马上要赶回上海，所以我至今仍然记得这个细节。因为是上海人，他的穿着，也比其他老师显得轻软一些。

哲学楼阶梯教室，好像也是我们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地方。同学们传说授课老师是哲学系的党委委员，还

说他算是比较有一点个人见解的了。不过我听来听去，还是不得要领。

没有课的下午和晚上，我们喜欢在哲学楼的空闲教室自习。数学课多半都没有教科书，更没有现在说的什么课

件。老师上课的主要形式，就是讲概念、讲例题和写黑板。以我个人在北大学习数学的经历来说，主要课程大课

后的自习，形式上首先就是把老师刚刚讲过的内容，整理成系统的授课笔记。

因为教室条件比较好，又近宿舍，所以哲学楼是我们许多同学自习地方之首选。当然，教室和座位都没有接受自

习预订这回事，就是同学们自己随机地走去寻找，有空位就坐下来。

记得很清楚的，是如果哲学楼没有位置了，我会走上文史楼二楼西端的那个比较大的教室自习。究竟最初是怎么

发现文史楼这个教室的，已经想不起来，反正我就是发现了，并且知道如果最喜欢的哲学楼的教室满了，那里倒

常常还是有空着的位置。有位置自习就行，就这么简单。

南阁和北阁，是燕京大学校园著名的“双子座”，与俄文楼相对。我们在这里读书的时候，北阁上面一个大房

间，是数学系同学自习的好地方。房间里记得的陈设，好像只有一张较大的四方桌，除了桌面，就是四条腿，没

有抽屉。这里可供八位同学坐下来读书。北阁一楼，曾经是数学力学系资料室的地方。

丁石孙老师给我们上《高等代数》的地方，是地学楼东端一个不太大的阶梯教室。毕业分配前夕，我因为在“无

条件服从分配”的教育中被改造得非常彻底，觉得分配到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都无所谓，在整个大学期间唯一一

次被安排对我们年级数学专业全体同学做服从分配的简短讲话，也就在这个教室。

我们三年级时候的《复变函数论》课，也在地学楼上，不过“移师”地学楼西端那个阶梯教室。我记得地学楼西

端这个阶梯教室是南北向的，和上《高等代数》课的那个阶梯教室不一样。

张尧庭老师给我们上《概率统计》课，好像是在文史楼或者地学楼的一个阶梯教室。张老师似乎有点跳跃的讲台

步伐，给大家留下很深的印象。

还有不少课程，包括李同孚老师给我们上的《点集拓扑学》，江泽涵教授给我们上的《代数拓扑学》，和一位女

老师上的《常微分方程》，则在非常简陋的平房教室上课。大教授同样在这样的地方吃粉笔灰。平房教室旁边种

着杨柳，初夏时分，柳絮像雪花一样飞舞。女老师的名字，很可惜已经记不起来了，但是因为她总是说“刘维尔

方程”，我们私下里都管她叫刘维尔。这些比较简陋的平房教室，大概在现在电化教学楼的地方，或许再往东一

点点，也很自然很快就没了踪影。

廖山涛教授给我们上的《同伦论》课和姜伯驹老师给我们上的《同调论》课，都安排在第一教室楼三楼的那些颇

大的教室，虽然修课的学生并不很多。我的毕业论文答辩，也在第一教室楼的一个教室里面进行，导师江泽涵教

授还请了吴文俊先生等科学院的拓扑学家过来。第一教室楼还有几间比较小的教室，但是无论大教室还是小教

室，天花板都比较高。

大概在我们三四年级的时候，数学力学系资料室搬迁到学校东门以外新建的物理楼的四楼，当时那里是北大的一

块“飞地”。主持数学力学系资料室的，是两位教授夫人，我们称呼她们为夏先生和张先生。两位真是大家闺

秀，有母仪天下的风范。夏先生的丈夫，是中文系的教授，我国语言学的泰斗王力教授；张先生的丈夫，是我们

数学力学系的教授，为中国塑性力学和地球动力学作出了奠基性和开拓性的贡献。两位夫人对于外文数学期刊非

常熟悉。资料室还带一个阅览室。

人生经历中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件小事情，是多年以后，我发现与我们差不多同时毕业的在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的数学系同学当中，有人误以为王力教授是我的父亲，而且有趣的是，在发现他们误以为以前，我从来没有与

他们接触过。要说夏先生、张先生对我很好那是不假，可是她们对每个同学都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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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于水磨地面的物理楼的记忆，还来自物理学实验课。大概在三年级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学期的物理学实验

课，每次都到物理楼三楼的实验室里面做实验，随手记录必要的数据，实验结束以后，回去完成实验报告，作为

作业上交。记忆比较深的实验，是两种测量重力加速度的实验，其中一种，是释放一个很重的滑块，在弧凹的金

属槽里面几乎无摩擦地滑落，滑块上面有一个高速振动的针尖，在涂色的槽面上留下“舒展度”越来越大的正弦

曲线。测量这条越来越舒展的正弦曲线与中轴的交点刻画出来的截距变化，就能够换算出重力加速度的测量数

值。当然是近似值。

还有利用光的干涉现象测量光波波长的实验，也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因为光的干涉会形成非常美丽的色彩条

纹。

前面说过，数学力学系各专业的学生，都要修长达三个学期的《普通物理学》课，从牛顿力学，一直讲到核反应

堆和量子力学。但是，这一切并不足以让我们与物理各系的同学产生共同语言。相反，那仅仅一个学期的物理学

实验课，却拉近了我们与物理各系同学们的距离。物理学实验做得好不好，是很反映一个人的动手能力的。在修

过物理学实验课的同学当中，流行着谁的手“很笨”这样的说法。

实验室好像都是全封闭的，看不到日月星光。我们的物理学实验，通常被安排在下午做，没做完不会离开。如果

你动手能力强，物理学实验完成得比较顺利，那么你可以按时回去吃晚饭。如果你手比较笨，实验不顺利，很可

能就要错过吃晚饭的时间。但是不管顺利不顺利，因为冬天北京天黑得早，所以每个同学都有过做完实验出来已

经满天星光的记忆。

当时向苏联一边倒的情况，至少在大学教育方面还没有扭过来，所以进入大学以后，我们花了好几个学期，继续

读俄文。高年级的时候，有机会作为第二外语申请学习英文，这门课也在第一教室楼三楼的教室上。想不到就这

么学习一两个学期过后，我们就能够阅读一般的英文数学文献了。马上的一个感觉，就是英文比俄文容易入门得

多。

英文课的老师，是一位中年女士，风格与我们数学力学系专业课的老师很不一样，与低年级时候教了我们两个学

期还是三个学期俄文，并且常常到宿舍来看望我们的年轻女老师也很不一样。她喜欢穿针织的翻领衫，还有宽带

彩色条纹，虽然并不鲜艳。这在全校全国一片蓝灰的背景里面，显得十分特别。当时北大是非常“左”的。我不

免会想，在这个几乎所有知识分子都在背负原罪刻苦改造的年代，她怎么能够特立独行呢，哪怕只是在穿着方

面。

除了上课，我感觉她从来不主动与学生交往。惭愧的是现在检讨我们自己，又何曾稍许明朗地表示过对老师的敬

意？但是她当年看着窗外高大杨树的树梢，似乎是自言自语那样对我们解说 I saw a bird at the tree 和 I saw 

the bird at the tree 的区别，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第一教室楼的阶梯教室，我们也是在那里上过课的，究竟是什么课，却已经记忆模糊了。有可能是政治经济学。

阶梯教室嘛，前面的门低，后面的门高，所以后门需要阶梯。我之所以记得，是因为一次从这个半高的后门走进

位于首层的这个阶梯教室的时候，一位男同学评论另外一位男同学碎步走上阶梯的姿态，说仿佛英国电影中的贵

妇人走路一样。那应该是1962年或者1963年年初的事情，大饭厅放映过西欧一些古典题材的电影，同学之间那

样的评论，完全没有恶意。不过当然也不是说欣赏，因为男生的姿态像女士，也没法欣赏。

也有个别重要的专业课程，想不起来在哪里上了，比如周民强老师上得非常好的《实变函数论》课。

附图是我高年级时候一位同学手抄并且珍贵保留下来的一年级下学期和二年级上学期的课程表，文字都是缩写。

例如“数分”代表数学分析，“解几”代表解析几何，“理力”代表理论力学，“俄”代表俄文，“代”就是高

等代数，“数习”代表数学分析习题课，“解习”代表解析几何习题课，“理习”代表理论力学习题课，“代

习”就是高等代数习题课。时间方面，“单”就是单周，“双”就是双周。至于教室，“二102”指的是第二教

室楼102教室，“地113”指的是地学楼113教室，“文106”指的是文史楼106教室，“哲104”指的是哲学楼

104教室。“新1”、“新2”、“新3”可能就是那些简易平房教室。

星期六下午的时间，我记得用于“形势与任务”的教育，常常是在大饭厅听报告。不过上面的课程表把它记做社

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也差不多。后来，还有固定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的时间。

拿我们当时的课程表与现今大学的课程表相比，一个显著的差异是，我们那时候的课程表，课程安排得比较稀

疏，不像现在一些大学，把学生的课程表排得密密麻麻。大学教育讲究消化、理解、思考，不能像中小学那样每

天排满。二十多年前，我发现中山大学经济学系一些学生，一个学期可以拿到40学分。这让我大吃一惊，遂发

文批评。40学分，尽管那时候每周六天上课，也要每天上差不多七节课。这哪是大学教育？说到底，那时候不

少老师、不少课程没有什么货色可以惠及学生。后来岭南学院成立，在名誉院长、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教授的艰

难推动下，这种局面才开始扭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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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 文化园| 场馆: 文化小栈| 标签: (数学教育) 

回答 评论

1997
9小时前

10590

在我们那个时候，许多理科学生骨子里都有理科至上的思想。事实上在那些年月，北大的理科也的确膨胀得比较

厉害。半个世纪过去了，现在回到北大，才发现原来燕京大学的好地方，当时还是留给文科的同学。前面谈到的

所有教室和教室楼，除了容我们自习的北阁以外，全部是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陆续新建的楼房，虽然其中一些

还是经得起历史，比后来修建的现代派耐看一些，但是总体上仍然比不上燕京的大手笔。

说来我们真正在原来燕京大学的教室里面上课，记忆中只有一个学期，那时候有一门专门化课，在与南阁北阁双

子座相对的俄文楼里面上。俄文楼恐怕是“院系调整”以后才命名的，不过却是燕京大学的建筑。我们就在俄文

楼进门紧右手的那个教室上课。

当时我们已经是高年级了，不然怎么上专门化课呢。但是同在俄文楼上课的，多是文科各系低年级的同学。他们

还有兴致出几份墙报，贴在俄文楼入口大厅的三面墙上。其中一份墙报里面有一首小诗，开头的几句，可能因为

朗朗上口，我至今可以背出来：

我让妈妈教（我）绣花，

妈妈嫌我手脚大：

“如今（的）姑娘像小子，

“哪能绣出小巧（的）花。”

当时应该是困难时期刚刚过去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角还没有吹得很响，不然的话，哪怕只是

墙报，也容不得这样细腻纤秀的小诗。

这首诗明显出于小男生的想象和摹画。不管怎么说，它让我一直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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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输入数学公式？
1. 点击 弹出数学公式编辑器，从常用、希腊、符号、

关系、箭头点击对应表达式，生成数学公式；

2. 若直接输入LaTeX代码，两端要插入 $ 符以示区分；数

学公式如要换行居中显示，用 $$...$$ 。 

...更多帮助，见"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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